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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的认知能力是延迟退休的重要前提, 明确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有助

于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 以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忽略了夫妻间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 基于拓展的健康需求模型与社会互

动理论, 首次构建了双职工夫妻家庭中配偶退休如何对认知能力产生溢出效应的理

论模型, 并将总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 借助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 2010—2018 年五轮数据, 结合联立方程组和模糊断点回归法, 展开了实证检

验。 研究发现, 退休不仅使个人认知能力发生衰退, 也对配偶认知能力产生负向直

接溢出效应, 还会通过夫妻社会互动产生负向间接溢出效应。 相较于丈夫, 妻子认

知能力更易受配偶退休的不利影响。 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其结果

表明, 除了夫妻社会互动, 配偶退休后家庭经济下滑也是重要影响渠道; 频繁喝酒

是妻子退休后丈夫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 锻炼频率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配偶退

休对认知能力的负向溢出效应; 配偶退休后增加了家务劳动贡献度, 有利于丈夫认

知能力的改善, 但对妻子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 鉴于研究结论, 建议政府应着眼于

家庭, 合理利用夫妻间的社会互动, 采取兼顾延迟退休政策推广与国民认知能力健

康发展的适当措施, 减少甚至避免退休年龄改革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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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 中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

多、 增速最快的国家。 《中国统计年鉴 2020》 显示, 2019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为 12. 6%, 老年抚养比为 17. 8%, 十年内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4. 63%, 与上个

十年相比上升幅度提高了 2. 72 个百分点。 人口快速老龄化既引发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也加

重了养老金缺口和医保基金负担。 在此背景下, 延迟退休与 “健康老龄化” 受到了公众和

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当前, 中国正处于 “十四五” 时期,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为开好局、 起好步, 如何兼顾劳动力供给短缺与国民健康成为关

键议题。 因此, 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之前, 必须明确退休对健康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工作所需要的脑力付出比例越来越大, 认知能力的健

康变得愈发重要。 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 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 50 岁后认知能力会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下降[1] , 但依靠受教育水平[2] 、 生活方式、 社交网络[3] 等因素, 认知

能力的衰退可以缓解[4] 。 那么, 退休会对认知能力产生何种影响?
截至目前, 已有大量文献关注了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如罗韦德尔和威利斯

(Rohwedder & Willis) 在 “ (认知能力) 用则进, 不用则退” ( “use it or lose it” ) 的假设

基础上, 利用美国和欧洲的跨国截面数据, 将各国法定退休年龄作为个人退休决策的工具变

量, 研究发现个人退休对其认知能力有负向影响[5] 。 但这一做法及结论遭到了质疑, 宾格

莱和马丁内洛 (Bingley & Martinello) 认为个人退休与认知能力会同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教育水平既会影响认知能力, 又会影响职业选择, 职业选择还影响着个人退休决策; 如果不

控制教育水平, 其结果会存在选择性偏差[6] 。 在控制了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后, 大部分学

者认为个人退休会加速认知能力的衰退[7-9] 。 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 对大多数工人而言, 个

人退休会加剧认知能力衰退, 但对蓝领工人来说, 个人退休可以改善认知能力[10] 。
事实上, 社会个体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嵌套于由亲戚朋友构成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 每

个人都注定会受到周围人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的影响[11] 。 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

组成单位, 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又是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一种[12] 。 夫妻

共同分享家庭收入、 居住空间等家庭内部资源, 以不同的家庭角色承担相应的家庭职能、 分

担一定的家庭事务。 因此, 退休不仅是个人的人生转折点, 也将对配偶产生影响 (本文称

之为 “溢出效应” )。 尤其, 在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过程中,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
双职工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的主流形式[13] , 这意味着退休将在大部分家庭中产生两次冲击。
如果仅关注退休对个人认知能力的影响而忽略了对配偶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 则可能会大大

错估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而影响延迟退休方案的合理规划。 基于此, 本文探索夫妻间配

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参考意义。
虽然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尚存空白, 但少部分学者探究了配偶退休对身

心健康的溢出效应。 这类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其一, 认为配偶退休改善了健康。 如阿塔

莱 (Atalay) 等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 分析了妻子退休对丈夫心理健康的影响, 发现妻子退

休对丈夫的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 并且这种正向影响随着妻子退休时间的增加而增强[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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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2013、 2015 年数据, 发现丈夫退休使得妻子增

加了社交和锻炼的频率, 从而改善了身心健康[15] 。 其二, 认为配偶退休使得健康发生衰退。
如伯顿尼和布鲁内洛 ( Bertoni & Brunello) 运用日本面板数据检验 “退休老公症候群”
(retired husband syndrome), 发现丈夫退休降低了家庭的财务与经济安全, 因而显著增加了

妻子心理疾病发生的概率[16] ; 穆勒 ( Muller) 等基于曼斯基 ( Manski) 提出的社会互动理

论, 运用欧洲 19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配偶退休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发现配偶退休会使

个人减少体育锻炼并增加饮酒量, 对其自评健康有负向影响[17] 。 其三, 认为配偶退休对健

康的溢出效应存在性别异质性。 如熊晓涵和李锐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配偶

退休使得丈夫自评健康水平提高了 28%—44. 3%, 妻子自评健康降低了大约 32%[18] 。
本文认为, 配偶退休对身心健康的溢出效应研究虽然突破了 “稳定单元干预值假定

(SUTVA) ”①, 考虑到了夫妻之间的社会互动, 但在研究方法上仅构造了配偶退休对健康影

响的单方程, 未从根本上运用社会互动效应的识别方法。 关于社会互动, 曼斯基率先进行了

严格的定义, 并区分为三类: 一是内生互动效应 (endogenous effect), 即个体行为会受到其

他个体行为的影响; 二是外生互动效应 ( exogenous effect), 即个体行为受某些经济社会特

征的影响; 三是关联互动效应 (correlated effect), 即相似的个人特征或共同的环境引起的个

体之间行为的一致性[20] 。 为了识别内生互动效应, 曼斯基还构建了一般化的线性均值模型。
但该方法未解决例如镜像效应 (reflection effect) 等难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 大部分学

者提倡运用工具变量法和联立方程组进行识别[21-22] 。
鉴于以上文献回顾, 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2010—2018 年面板数据,

以双职工夫妻为研究对象, 结合联立方程组和模糊断点回归法, 以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配

偶退休对认知能力是否存在溢出效应? 夫妻间的社会互动是否会使得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产

生溢出效应? 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还会通过什么渠道产生? 相比以往研究, 本文

具有以下三点贡献: 第一, 拓展了以往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影响研究的假定, 首次构建了配

偶退休对认知能力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模型, 深入且更全面地考察了退休政策效果, 对相关

研究进行了补充。 第二, 结合联立方程组和模糊断点回归方法, 既缓解了退休与认知能力之

间的内生性问题, 又有效解决了社会互动效应的识别问题, 更精确科学地估计了配偶退休对

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 弥补了以往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第三, 深入探究了内在影响机制, 所

得结论有利于减少退休政策带来的健康损失及其他负外部影响, 为设计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提供有力建议。

二、 理论分析框架

结合雅格布森 (Jacobson) 拓展的格罗斯曼 ( Grossman) 健康需求模型[23] 与社会互动

理论, 本文认为个人认知能力不仅受初始认知能力、 健康投资的影响, 还受配偶认知能力、
家庭环境的影响。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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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单元干预值假定 (SUTVA) ” 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假定任何个体的潜在结果不受其他个体处理结果的干扰;
二是每一个个体所接受的处理状态与潜在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明确且唯一的, 不受分配机制的影响[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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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 Cm(Cm(0), Im, Cf, FN) (1)
Cf = Cf(Cf(0), If, Cm, FN) (2)

Im = Im(Mm, TCm, m
, TCm, f

; EC, m, EC, f) (3)
If = If(Mf, TCf, m

, TCf, f
; EC, m, EC, f) (4)

　 　 其中, Cm 表示丈夫认知能力, Cf 表示妻子认知能力, C(0) 表示初始认知能力, FN 表示

家庭环境。 Im 和 If 分别表示丈夫和妻子的健康投资, Mm 和 Mf 分别表示用于投资丈夫和妻子

健康的市场商品。 TCm, m
(TCf, f

) 表示丈夫 (妻子) 对自身进行健康投资所耗费的时间,
TCm, f

(TCf, m
) 表示妻子 (丈夫) 对配偶进行健康投资所耗费的时间。 EC, m 表示影响丈夫健

康投资的其他个人特征, EC, f 表示影响妻子健康投资的其他个人特征。
在拓展的健康需求模型中, 丈夫与妻子遵从经济人假设, 在收入与时间约束下追求家庭

效用的最大化。 当夫妻中一方退休 Rm = 1 (或 Rf = 1) 时, 家庭财富 W、 另一方投资健康的

市场商品 Mf (或 Mm ) 和时间 ( TCm, f
+ TCf, f

) (或 ( TCm, m
+ TCf, m

) ) 均会发生变化, 从而

影响另一方的健康投资 If (或 Im ), 最终对认知能力产生溢出效应。 本文将这种机制产生的

溢出效应定义为直接溢出效应, 并表示为如下公式:
∂Cf

∂Rm
= ∂If

∂Rm
·∂Cf

∂If (5)
∂Cm

∂Rf
= ∂Im

∂Rf
·∂Cm

∂Im (6)
　 　 依据式 (5) 和式 (6),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配偶退休通过家庭收入减少, 对个人认知能力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假设 2: 配偶退休后增加了日常照料等家务劳动的贡献度, 从而对个人认知能力产生正

向溢出效应。
基于社会互动理论的相关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不完全是经济人, 往往是易受到周

围环境影响的社会人。 当与同伴关系越亲密时, 个人越容易受同伴的影响。 家庭作为社会最

基本的组成单位, 其核心关系是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越亲密, 夫妻间认知能力相互影响的程

度就越大。 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潜移默化型。 例如, 当个人观察到配偶退休后其

认知能力发生衰退, 会自觉减少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努力提高认知能力。 二是被动型。 夫妻

日常生活中会自觉形成一种社会规范, 当退休者更重视认知健康管理后, 会监督配偶增强身

体健康的锻炼, 限制配偶的不健康行为 (如抽烟、 喝酒、 熬夜等), 从而带动配偶改善认知

能力[24] 。 据此, 本文认为在社会互动下, 夫妻中一方退休 Rm = 1 (或 Rf = 1) 后, 退休者的

认知能力 Cm (或 Cf ) 发生变化, 其配偶认知能力 Cf (或 Cm ) 也会随之改变。 本文将社会互

动产生的溢出效应定义为间接溢出效应, 并表示为如下公式:
∂Cf

∂Rm
= ∂Cm

∂Rm
· ∂Cf

∂Cm
(7)

∂Cm

∂Rf
= ∂Cf

∂Rf
·∂Cm

∂C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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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3 和假设 4。
假设 3: 配偶退休后, 夫妻间的习惯规范促使个人生活方式变得更为健康, 从而对个人

认知能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假设 4: 配偶退休通过其认知能力衰退, 对个人认知能力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综上所述, 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总溢出效应由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组成, 并

表示为如下公式:
∂Cf

∂Rm
= ∂If

∂Rm
·∂Cf

∂If + ∂Cm

∂Rm
· ∂Cf

∂Cm
(9)

∂Cm

∂Rf
= ∂Im

∂Rf
·∂Cm

∂Im + ∂Cf

∂Rf
·∂Cm

∂Cf
(10)

三、 模型构建与实证方法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 本文将个人退休、 配偶退休、 配偶认知能力同时纳为解释变量, 构

建实证计量模型如下:
Cm

i = βm
0 + βm

1 Rm
i + βm

2 Rf
i + βm

3 Cf
i + βm

4 Xm
i + εm

i

Cf
i = βf

0 + βf
1Rf

i + βf
2Rm

i + βf
3Cm

i + βf
4Xf

i + εf
i

{ (11)
　 　 其中, m表示丈夫, f表示妻子。 Cm

i 表示 i家庭中丈夫的认知能力, Cf
i 表示 i家庭中妻子的

认知能力。 Rm
i 表示 i 家庭中丈夫的退休行为, Rf

i 表示 i 家庭中妻子的退休行为。 Xm
i 表示影响

丈夫认知能力的所有可观测变量, Xf
i 表示影响妻子认知能力的所有可观测变量。 εm

i 与 εf
i 为不

可观测的误差项。
识别式 (11), 主要面临两个问题带来的测算偏误: 一是个人退休、 配偶退休与个人认

知能力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是联立方程组过度识别问题。
针对退休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李和勒米厄 ( Lee & Lemieux) 以及

皮克 (Pique) 的做法[25-26] , 以男性和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政策①分别作为丈夫和妻子退休行

为的工具变量, 结合双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和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具体做法介绍如下。
首先, 确定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 检验其是否为断点。 通过图 1 可发现, 当男性

退休年龄断点设置为 60 岁时, 退休率发生了明显的跳跃; 当女性退休年龄断点设置为 50 岁

和 55 岁时, 退休率均发生了明显的跳跃, 但女性退休年龄断点设置为 50 岁时, 断点的跳跃

更为明显。 因此, 本文设置男性退休年龄断点为 60 岁, 女性退休年龄断点为 50 岁。
其次, 分别构造丈夫和妻子退休行为与工具变量之间的方程, 具体如下:

Rm
i, t = γm

0 + γm
1 Dm

i, t + γm
2 Xm

i, t + γm
3 gm

i, t(agemi, t) + μm
i + vmt + 􀆠mi, t (12)

Rf
i, t = γf

0 + γf
1Df

i, t + γf
2Xf

i, t + γf
3gf

i, t(agefi, t) + μf
i + vft + 􀆠fi, t (13)

　 　 其中, t 表示采访年份, agemi, t(agefi, t ) 表示 i 家庭中丈夫 (妻子) t 时的实际年龄。 工具

变量 Dm
i, t(Df

i, t ) 由 i 家庭丈夫 (妻子) 的实际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之差所决定。 当 t 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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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和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 (国发 〔1978〕 104
号) 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 现行退休年龄是男性 60 周岁, 女干部 55 周岁, 女工人 5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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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龄与退休率

　 　 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0—2018 年五轮调查数据。

际年龄大于等于法定退休年龄时, 则 Dm
i, t = 1(Df

i, t = 1); 当采访时的实际年龄小于法定退休

年龄时, 则 Dm
i, t = 0(Df

i, t = 0)。 gm
i, t(agemi, t) 和 gf

i, t(agefi, t) 分别为丈夫和妻子年龄的多项式,
参考以往文献[27] , 本文设置 gm

i, t(agemi, t) 和 gf
i, t(agefi, t) 为丈夫和妻子年龄的二阶多项式。 本

文加入二阶多项式构造非线性关系进行断点回归是为了防止模型设定偏误。 μi 和 vt 分别为个

体效应与时间效应, 􀆠i, t 为随机扰动项。
最后, 将式 (12) 和 (13) 所得到的 Rm

i, t 和 Rf
i, t 拟合值分别代入以下联立方程组。 为解

决联立方程组过度识别问题, 本文将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Cm

i, t = βm
0 + βm

1 Rm
i, t + βm

2 Rf
i, t + βm

3 Cf
i, t + βm

4 Xm
i, t + μm

i + vmt + εm
i, t

Cf
i, t = βf

0 + βf
1Rf

i, t + βf
2Rm

i, t + βf
3Cm

i, t + βf
4Xf

i, t + μf
i + vft + εf

i, t
{ (14)

　 　 其中, βm
2 为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直接溢出效应, βf

1βm
3 为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

的间接溢出效应; βf
2 为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直接溢出效应, βm

1 βf
3 为丈夫退休对妻子认

知能力的间接溢出效应。

四、 数据来源、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CFPS 涉及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 具体包括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
养老支持、 人口迁移、 经济活动、 教育获得等诸多内容。 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 (市、 自治

区)。 自 2010 年基线调查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全样本追踪调查。 目前已公布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五轮调查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 首先将样本限制在有配偶的双城镇职工家庭。 依据受访者是否参与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进行筛选, 在保留了城镇户口职工的基础上, 又保留了农村户口且参与了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样本。 其次, 限于实证研究方法———模糊断点回归的精确估计要求, 将

样本限制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前后 10 年, 即窗宽为 [ - 10, 10]。 保留了年龄范围在 [50,
·36·



　 《人口与经济》 2022 年第 2 期

70] 的男性城镇职工和 [40, 60] 的女性城镇职工, 并且其配偶也满足该年龄限制。 最后,
本文得到有效样本为 4107 个, 在五轮调查数据库的总计为 10599 个观测值。

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 认知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 ( Cattell) 把认知能力分为流体智力 ( fluid 

intelligence) 和晶体智力 (crystalized intelligence) 两类[28] 。 流体智力是以神经生理发展为

基础的认知能力, 如记忆力、 抽象推理能力、 运算速度等; 晶体智力是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

累而获得的认知能力, 如词汇、 识字、 言语理解等。
CFPS 数据库中 2010、 2014、 2018 年询问了晶体智力 (字词识记能力与数学能力),

2012、 2016 年询问了流体智力 (记忆测试得分与数列题得分)。 CFPS 数据中字词识记能力

的原始得分在 0—34 之间, 数学能力的原始得分在 0—24 之间, 记忆测试的原始得分在 0—
10 之间, 数列题的原始得分在 0—15 之间。 为了使估计结果更具有可比性, 本文将这四项

得分都进行了标准化, 转换为均值为 0、 标准差为 1 的标准化得分, 并取平均值来衡量认知

能力。
(2) 退休。 本文依据不工作状态确定退休行为, 首先通过问卷中 “过去一周您是否至

少工作了 1 个小时?” 回答为 “否”, 来判断个体为不工作状态; 其次, 通过 “您目前没有

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答为 “退休 / 离休”, 来判断个体为 “退休” 群体, 由此排除

了伤残、 失业等其他原因。 如果回答为已经退休, 则退休行为取值为 1, 如果为其他回答,
则退休行为取值为 0。

(3) 前定变量, 即其他特征变量。 本文选取是否为城镇户口、 受教育水平、 家庭规模、
是否拥有不止一套住房、 是否已参与医疗保险、 生病时是否主要由配偶照料这六个变量为前

定变量。 关于受教育水平, CFPS 问卷中 “请问到目前为止, 您已完成 (毕业) 的最高学历

是?” 的回答分为 8 类: 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大专、 大学本

科、 硕士、 博士。 本文将受教育水平细分为三种: 小学以下学历、 小学及初中学历、 高中及

以上学历。 其中, 如果回答为文盲 / 半文盲, 则 “小学以下学历”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如果回答为小学或初中, 则 “小学及初中学历”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如果回答为高

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或大专或大学本科或硕士或博士, 则 “高中以上学历” 取值为 1, 否则

取值为 0。
(4) 中介变量, 即用于解释影响机制的变量。 社会互动理论解释了部分影响机制 (假

设 4), 此外, 根据研究假设 1、 假设 2 和假设 3, 本文还选取了家庭资源与健康生活方式来

探究内在发生机制。 其中, 家庭资源具体以家庭经济与家务分工来衡量, 家庭经济以家庭人

均收入为衡量指标①, 家务分工以妻子每日家务时间占夫妻总家务时间的比例为衡量指标。
健康生活方式具体以每日吸烟量、 是否频繁喝酒 (每周至少喝酒三次)、 锻炼频率三项指标

来衡量,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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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CFPS 中 2010 年的不变价衡量了家庭人均收入, 消除了不同年份通货膨胀率不同带来的测量误差。 本文还
对家庭人均收入采取了对数形式, 其中, 针对收入为 0 的数值, 本文定义为 1, 这样取对数之后的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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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个人 配偶 丈夫 妻子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认知能力 0. 224 0. 735 0. 226 0. 733 0. 315 0. 684 0. 133 0. 772
核心解释变量

年龄 57. 148 5. 338 57. 145 5. 325 58. 176 5. 242 49. 121 5. 234
配偶退休 0. 468 0. 499 0. 469 0. 499 0. 579 0. 494 0. 574 0. 484
个人退休 0. 469 0. 499 0. 468 0. 499 0. 574 0. 484 0. 579 0. 494
前定变量

城镇户口 0. 937 0. 242 0. 938 0. 242 0. 939 0. 240 0. 936 0. 244
小学以下学历 0. 156 0. 363 0. 141 0. 348 0. 110 0. 312 0. 203 0. 402
小学及初中学历 0. 495 0. 500 0. 502 0. 500 0. 516 0. 500 0. 474 0. 499
高中及以上学历 0. 259 0. 438 0. 267 0. 443 0. 257 0. 437 0. 262 0. 440
家庭规模 3. 605 1. 652 3. 605 1. 652 3. 601 1. 655 3. 608 1. 649
不止一套住房 0. 323 0. 468 0. 323 0. 468 0. 323 0. 468 0. 324 0. 468
已参与医疗保险 0. 878 0. 327 0. 877 0. 329 0. 885 0. 319 0. 871 0. 336
生病时主要由配偶照料 0. 673 0. 469 0. 673 0. 469 0. 716 0. 451 0. 630 0. 483
中介变量

社会互动

　 配偶认知能力 0. 226 0. 733 0. 224 0. 735 0. 133 0. 772 0. 315 0. 684
家庭资源

　 家庭经济
 9. 662 1. 008 9. 662 1. 008 9. 664 1. 003 9. 660 1. 013

　 家务分工 0. 683 0. 246 0. 683 0. 246 0. 683 0. 246 0. 684 0. 247
健康生活方式

　 每日吸烟量 5. 915 11. 563 5. 908 11. 535 10. 821 13. 954 0. 477 3. 136
　 频繁喝酒 0. 900 1. 725 0. 901 1. 725 0. 927 1. 570 0. 874 1. 867
　 锻炼频率 3. 769 3. 444 3. 776 3. 445 3. 909 3. 482 3. 630 3. 399

本文样本数据为模糊断点回归法的有效性提供了保证。 首先, 由于 CFPS 数据中没有

关于年龄的直接问题, 而是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出生年月, 自动算出受访者的年龄, 因而

不存在个体操纵驱动变量 (年龄) 的情况。 其次, 由表 2 可知, 本文前定变量均满足连

续性检验。
表 2　 前定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变量 受教育水平 城镇户口 不止一套住房 家庭规模 医疗保险
生病时主要
由配偶照料

丈夫 0. 205 0. 142 0. 059 -0. 187 0. 179 0. 031
(0. 178) (0. 326) (0. 055) (0. 832) (0. 209) (0. 078)

妻子 0. 180 0. 064 0. 167 -0. 263 0. 053 0. 037
(0. 823) (0. 138) (0. 265) (0. 347) (0. 123) (0. 052)

　 　 注: 括号中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内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 实证结果分析

1.  

第一阶段: 退休政策对退休行为的影响

第一阶段结果如表 3 所示。 该结果表明, 当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后, 退休政策对

夫妻双方的退休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表 3 也显示了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 F 统计值远大于

10。 这说明退休年龄政策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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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退休政策对退休行为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分样本

个人 配偶 丈夫 妻子

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0. 269∗∗∗ 0. 283∗∗∗ 0. 487∗∗∗ 0. 488∗∗∗
(0. 086) (0. 085) (0. 117) (0. 132)

常数项 0. 899∗∗∗ 1. 027∗∗∗ 0. 738∗ 0. 757∗
(0. 274) (0. 278) (0. 397) (0. 389)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972 9978 9916 9956
(pseudo)  

R2 0. 345 0. 345 0. 389 0. 259
F 值 85. 810 79. 320 71. 830 63. 480

　 　 注:∗p<0. 10,∗∗p<0. 05,∗∗∗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第二阶段: 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

表 4 汇报了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①。 第 (1)、 (2)、 (3) 列是混合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 (4)、 (5) 列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于混合回归模

型假定不存在个体效应, 忽略了个体间的异质性, 一旦核心解释变量与个体间的异质性相

关, 则混合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因此, 本文研究结论应依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

回归结果。
表 4　 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

变量
混合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5)
配偶退休 0. 066 0. 060 0. 089∗∗ -0. 161∗∗∗ -0. 213∗∗

(0. 041) (0. 044) (0. 044) (0. 015) (0. 095)
个人退休 — -0. 113∗∗∗ -0. 106∗∗ -0. 748∗∗∗ -0. 819∗∗∗

— (0. 010) (0. 052) (0. 094) (0. 063)
配偶认知能力 — — 0. 171∗∗∗ — 0. 602∗∗∗

— — (0. 018) — (0. 052)
常数项 0. 892∗∗∗ 0. 945∗∗∗ 0. 815∗∗∗ 0. 832∗∗∗ 1. 161∗∗∗

(0. 090) (0. 108) (0. 107) (0. 095) (0. 117)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684 9636 9624 3624 3620
R2 0. 654 0. 662 0. 685 0. 363 -0. 319

　 　 注:∗p<0. 10,∗∗p<0. 05,∗∗∗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 配偶退休与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的不利

影响。 其中, 第 (4) 列结果显示, 同时控制配偶退休与个人退休的影响时, 配偶退休对认

知能力的溢出效应显著, 为-0. 161, 即配偶退休使得个人认知能力显著下降了 16.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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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 对于丈夫样本而言, 豪斯曼统计量的值为 29. 14, 自由度为 10, 对应的 p 值为 0. 0012, 小
于 0. 05, 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对于妻子样本而言, 豪斯曼统计量的值为 70. 96, 自由度为 10, 对应的 p
值为 0. 0000, 小于 0. 001, 同样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因此, 本文运用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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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退休使得认知能力显著下降了 74. 8%。 第 (5) 列在第 (4) 列基础上添加了配偶认知能

力为解释变量, 并运用联立方程组中的 FE-3SLS 方法进行估计。 其结果显示, 配偶退休对

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在 5%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0. 213, 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在 1%
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0. 819, 夫妻一方认知能力对另一方认知能力的影响显著, 为 0. 602。

综上所述, 配偶退休对个人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个人退休也会对其认知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 夫妻认知能力之间存在正向的社会互动效应, 即一方认知能力发

生变化会带动另一方认知能力发生同向变化。
3.  

性别异质性

考虑到中国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不一致, 以及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家庭分工, 本

文进一步考察了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溢出效应的性别差异。
表 5　 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溢出效应的性别差异

变量
认知能力

丈夫 妻子

配偶退休 -0. 312∗∗ -0. 503∗∗∗
(0. 147) (0. 092)

个人退休 -0. 681∗∗∗ -1. 187∗∗∗
(0. 122) (0. 121)

配偶认知能力 0. 235∗∗∗ 0. 528∗∗∗
(0. 027) (0. 022)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64 1756
R2 0. 517 0. 604
直接溢出效应 -0. 312∗∗ -0. 503∗∗∗

(0. 147) (0. 092)
间接溢出效应 -0. 279∗∗∗ -0. 360∗∗∗

(0. 043) (0. 066)
　 　 注:∗p<0. 10,∗∗p<0. 05,∗∗∗ 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
准误; 间接溢出效应的系数值依据联立方程组的参数估计
整理得到, 其显著性运用索贝尔 (Sobel) Z 检验得到。

表 5 显示,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 配偶退

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 其中,
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显著表现

为- 0. 503, 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溢出

效应显著, 表现为- 0. 312。 在个人退休对认

知能力的影响方面, 个人退休使妻子认知能力

下降 118. 7%, 丈夫认知能力下降 68. 1%。 此

外, 夫妻间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社会互动

效应。 具体而言, 丈夫认知能力对妻子认知能

力的社会互动效应显著, 为 0. 528, 妻子认知

能力对丈夫认知能力的社会互动效应显著,
为 0. 235。

依据表 5 的结果, 本文分别推算出了配偶

退休对认知能力的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

应。 可以得出, 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直

接溢出效应显著, 为- 0. 312, 丈夫退休对妻

子认知能力的直接溢出效应显著, 为-0. 503; 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间接溢出效应显

著, 为-0. 279, 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间接溢出效应显著, 为-0. 360。
由以上结果可知, 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均显著表现为负

向效应, 其中, 直接溢出效应占主导。 性别差异体现在, 相较于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

溢出效应, 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更强烈。 这意味着妻子

认知能力更易受到配偶退休的不利影响。
4.  

稳健性检验

(1) 窗宽的敏感性检验。 在窗宽的敏感性检验中, 本文由原来的 [ -10, 10] 缩小至

[ -6, 6] 和 [ -8, 8]。 其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于表 6 的结果与表 5 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说明本文所得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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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窗宽的敏感性检验

变量
窗宽为 6 窗宽为 8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配偶退休 -0. 412∗∗ -0. 806∗∗∗ -0. 432∗∗ -0. 853∗∗∗
(0. 174) (0. 096) (0. 201) (0. 087)

个人退休 -0. 242∗∗ -2. 011∗∗∗ -0. 179∗ -1. 998∗∗∗
(0. 114) (0. 108) (0. 102) (0. 097)

配偶认知能力 0. 107∗∗∗ 0. 131∗∗∗ 0. 128∗∗∗ 0. 140∗∗∗
(0. 033) (0. 043) (0. 030) (0. 038)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88 841 1422 1428
　 　 注:∗p<0. 10,∗∗p<0. 05,∗∗∗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断点的安慰剂检

验。 本文还设计了断点的

安慰剂检验, 即假设男女

法定退休年龄提前 3 年或

延迟 3 年, 依据假设的男

女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其结

果如表 7 所示。 断点-3 的

结果与断点+3 的结果均表

明了配偶退休断点两侧个

人的认知能力未发生明显

跳跃, 则说明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及其性别异质性是源自真实的法定退休年龄政

策。 本文所得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7　 断点的安慰剂检验

变量
断点-3 断点+3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配偶退休 -0. 182 -0. 108 -0. 045 -0. 101
(0. 836) (0. 092) (0. 096) (0. 089)

个人退休 0. 413 -0. 343 0. 239 -0. 182
(0. 924) (0. 233) (0. 153) (0. 206)

配偶认知能力 0. 107∗∗∗ 0. 106∗∗ 0. 128∗∗∗ 0. 140∗∗∗
(0. 033) (0. 043) (0. 030) (0. 038)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p<0. 10,∗∗p<0. 05,∗∗∗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 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深入探究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溢出效应的内在发生机制, 本文构建以下面板中介效

应模型:
Ci, t = α0 + α1Ri, t + α2Rj, t + α3Xi, t + μi + vt + εi, t (15)

mediatori, t = ρ0 + ρ1Ri, t + ρ2Rj, t + ρ3Xi, t + μi + vt + εi, t (16)
Ci, t = σ0 + σ1mediatori, t + σ2Ri, t + σ3Rj, t + σ4Xi, t + μi + vt + εi, t (17)

　 　 其中, i ≠ j, i 表示个人, j 表示其配偶。 mediatori, t 表示中介变量。 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前

面一致。
基于研究假设, 本文实证检验了夫妻社会互动、 家庭资源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中介效

应。 其中, 夫妻社会互动是指夫妻认知能力的相互影响。 家庭资源具体以家庭经济与家务分

工来衡量, 健康生活方式具体以每日吸烟量、 是否频繁喝酒、 锻炼频率三项指标来衡量。 表

8 汇报了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86·



李　 锐, 等: 配偶退休如何影响健康

表 8　 影响机制检验

类型 中介路径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类型

Panel A: 丈夫

社会互动 妻子退休→妻子认知能力→认知能力 -0. 279∗∗∗ -0. 312∗∗ 互补中介效应

家庭资源 妻子退休→家庭经济→认知能力 -0. 005∗∗∗ -0. 009∗∗ 互补中介效应

妻子退休→家务分工→认知能力 0. 008∗∗∗ -0. 097∗ 竞争中介效应

健康生活方式 妻子退休→吸烟量→认知能力 0. 071 -0. 018∗∗∗ 无中介效应

妻子退休→频繁喝酒→认知能力 -0. 027∗∗ -0. 213∗∗ 互补中介效应

妻子退休→锻炼频率→认知能力 0. 038∗∗ -0. 160∗∗ 竞争中介效应

Panel B: 妻子

社会互动 丈夫退休→妻子认知能力→认知能力 -0. 360∗∗∗ -0. 503∗∗∗ 互补中介效应

家庭资源 丈夫退休→家庭经济→认知能力 -0. 713∗∗∗ -0. 026 完全中介效应

丈夫退休→家务分工→认知能力 0. 001 -0. 273∗∗ 无中介效应

健康生活方式 丈夫退休→吸烟量→认知能力 -0. 044 -0. 054∗ 无中介效应

丈夫退休→频繁喝酒→认知能力 0. 002 -0. 039∗∗ 无中介效应

丈夫退休→锻炼频率→认知能力 0. 108∗∗∗ -0. 352∗∗∗ 竞争中介效应

　 　 注: 表内中介效应通过索贝尔 (Sobel) Z 检验得到;∗p< 0. 10,∗∗p<0. 05,∗∗∗p<0. 01。

在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中, 夫妻社会互动、 家庭经济与家务分工、 频繁

喝酒与锻炼频率发挥了中介作用。 由于家务分工与锻炼频率具有竞争中介效应, 因此, 妻子

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夫妻社会互动、 家庭经济、 频繁喝酒影

响, 而家务分工与锻炼频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不利影响。 具

体来说, 妻子退休由于对其认知能力具有负向影响, 从而带动丈夫认知能力也发生衰退

(假设 4 得到证实)。 在家庭资源方面, 妻子退休使得家庭人均收入下降, 丈夫认知能力受

收入下降影响而出现衰退 (假设 1 得到证实)。 此外, 妻子退休后会比退休前花更多时间用

于家务劳动, 加大了对家务劳动的贡献程度。 妻子家务劳动的贡献程度越高, 意味着丈夫每

日家务时间占夫妻总家务时间的比例越小, 丈夫可以得到更多家庭照料, 也有更多闲暇时间

去娱乐休闲。 通过家务分工这一中介变量, 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的负向溢出效应有所减

轻 (假设 2 得到证实)。 在健康生活方式上, 妻子退休会显著增加丈夫的吸烟量、 频繁喝酒

的概率与锻炼频率, 吸烟量的增加未对丈夫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频繁喝酒概率的提高降

低了丈夫认知能力, 锻炼频率的提高缓解了丈夫认知能力下降 (假设 3 得到部分证实)。
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略有不同。 夫妻社会互动、 家庭经济与锻炼频率对

妻子认知能力具有中介效应, 然而, 家务分工、 吸烟量与频繁喝酒不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换言之, 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负向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夫妻社会互动、 家庭经济, 锻炼

频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具体而言, 丈夫退休通过其认知能力衰退, 也使妻子认知能力发生

衰退 (假设 4 得到证实)。 作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 丈夫退休使得家庭人均收入大幅减

少, 从而对妻子认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假设 1 得到证实)。 丈夫在退休后会增加家务劳动

的时间投入, 减轻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 然而, 丈夫家务劳动贡献程度的增加对妻子认知能

力未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 (假设 2 未得到证实)。 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丈夫家务劳动贡献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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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但受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家庭分工限制, 妻子仍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 丈夫退

休也对妻子健康生活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 丈夫退休增加了妻子锻炼频率, 但对妻子吸烟量

与频繁喝酒无显著影响。 妻子锻炼频率的增加可以改善认知能力 (假设 3 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 退休既对个人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 也会通过夫妻社会互动对配偶认知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 配偶退休还会因为家庭人均收入的下降对个人认知能力产生负向溢

出效应。 在健康生活方式上, 妻子退休通过提高丈夫频繁喝酒的概率, 对丈夫认知能力产生

了负向溢出效应。 相反地, 家务分工与锻炼频率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

力的负向溢出效应, 而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负向溢出效应仅通过锻炼频率的增加有所

减轻。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五期数据, 结合联立方程组与模糊断点回

归方法, 考察了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性别异质性及其内在发生机制。
研究表明: ①配偶退休对个人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夫妻间认知能力存在显著

的正向社会互动效应, 因此, 配偶退休通过其认知能力衰退, 带动个人认知能力也出现衰

退。 ②性别差异体现在, 丈夫退休对妻子认知能力的不利影响强于妻子退休对丈夫认知能力

的不利影响。 其中, 直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 丈夫退休使得妻子认知能力下降了 50. 3%,
妻子退休使得丈夫认知能力下降了 31. 2%。 间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 通过社会互动, 丈夫

退休使得妻子认知能力下降了 36%, 妻子退休使得丈夫认知能力下降了 27. 9%。 ③进一步

的机制研究发现, 除了夫妻间认知能力的社会互动效应, 妻子退休带来的家庭人均收入下

降、 丈夫频繁喝酒概率的增加也是丈夫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 家庭人均收入下降是丈夫退休

对妻子认知能力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 锻炼频率增加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配偶退休对

认知能力的不利影响, 妻子退休后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度增加能有效缓解丈夫认知能力的衰退

现象, 但丈夫家务劳动的增加未能缓解妻子认知能力的衰退。
从长远来看, 本文研究结论对延迟退休政策及健康老龄化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 首先, 退休会加速认知能力的衰退, 延迟退休有利于减缓认知能力衰退, 政府应以前瞻

性视角让公众认识到延迟退休的必要性, 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其次, 政府要在制度设计

上尽可能扩大和增加延迟退休对中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有利影响, 减少甚至避免不利影响。 再

次, 具体而言, 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①着眼于家庭, 在社区开展健康管理与体育锻炼等

健康预防性政策。 ②利用夫妻之间的正向社会互动效应, 引导夫妻相互照料、 相互帮助、 相

互督促。 这样既有利于减轻妻子家务劳动负担, 也有助于发挥配偶家庭照料对减缓中老年人

认知能力衰退、 保持身体健康的作用。 ③提高养老金待遇, 或提供适合退休人员的文化产品

和健康医疗服务, 从而缓解退休人员的认知能力衰退。 ④适当控制强制性力度, 取消 “一

刀切” 的法定退休年龄。 例如, 尽可能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年龄歧视与性别歧视, 支持、
鼓励女性延迟退休或再就业; 给予劳动者与雇主协商退休年龄的 “自主权”, 让劳动者自主

决定退休年龄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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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y cogni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delayed retirement.  

Clarification of retirement on cognitive ability is helpfu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retirement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ability, but ignor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pousal retirement on cognitive ability 

among couples.  Based on the extended health needs mode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how spousal retirement has a spillover effect 

of spouse retirement on cognitive ability in dual-earner couple families, and decomposed the 

total spillover effect into a direct spillover effect and an 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  An empirical 

test was conducted with the help of five rounds of data from the 2010-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combining the joint cubic equation system and fuzzy breakpoint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tirement not only individual cognitive decline, 

but also has a negative direct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spouse, and also 

has a negative 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 through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Wives’ s cognitive abilities are adversely affected by spouse retirement than their 

husbands.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using the multiple mediated effects model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ouples, the family economic decline after the 

spousal retirement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requent alcohol consumption was the cause for 

the decline of cognitive ability of husbands after wives’  retirement, where increased exercise 

frequency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crease of 

spousal’ s contribution to housework after retirement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s’  cognitive ability,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wives’  cognitive abi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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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o abov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family, make 

reasonable use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ouples, an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hat 

balance the promotion of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with the national cognition health, to 

reduce or even avoid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etirement age reform.  

Keywords: spousal retirement; cognitive ability; social interaction; spillover 

effect;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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